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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家庭教育
刘海滨

终其一生梁启超大概都是那个时代最忙的人，

但家庭生活之于他就如水之于鱼，须臾不能离且乐

在其中。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是其家庭生活乃至梁

启超生命本身的具体呈现。出于父亲的责任和对子

女的爱，他希望把自己的理想和经验传达给孩子们，

但并非如当今的虎爸虎妈们那样急迫和焦虑，梁启

超仍然依着自己一贯的修身之道，如是说，如是行，

即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在写给孩子们的超大量书信中，梁启超不厌其

详地跟儿女谈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

的所思所感，语气极其亲切平易，如同亲密朋友之

间的谈心，还不时夹杂诙谐戏谑，就像孩子们的玩笑。

在这家常谈话中，一面是对传统家教精神的自

觉承接，梁启超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让孩子们具体

可感地看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另一面，

又主动将现代西方平等、自由等理念引入家庭关系

之中。梁启超将儿女们当成朋友一般，随时述说自

己的经历，倾诉情感，这一点确与古人有所不同。

这种基于传统教育根本的吸收融合，正是梁启

超“返本开新”文化观的体现。教育的困境并非始

于今天，一百多年以前，梁启超就面对跟我们同样

的问题。现代教育的特征是以“知识”为内容，为

导向，而与传统教育注重德育，以“成人”为目的

有根本的不同。

现代知识与古典道德是否不可兼得呢？梁启超

通过早年的政治经历，结合切身的体验、对西方国

家的观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德育统摄智育，

将传统的修身之道贯穿于知识学习之中。在其后半

生，梁启超奔走呼吁且亲身投入教育实践。

家庭教育是梁氏教育实践的另一块田地，在学

梁启超抱着 2 岁的思庄和 3 岁的思忠的照片，1910 年摄于日本。

校教育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家教首先是一个补救

行动，事实上也起到了重要的弥补作用。因此，梁

氏家教对于我们今天的父母才更具学习和借鉴意

义。

皆以修身为本

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核心是修身，特别强调“身

教重于言教”，在家书中总是花费大量笔墨叙述自

己近来的经历，借助这些叙述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

理念。

从 1912 年 9 月由日本启程回国开始，梁启超与

大女儿思顺频繁通信，此后至 1917 年底，梁启超积

极投身政治，短短几年，历经袁世凯时期、护国运

动、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几乎无一日不在风云

激荡之中，其间惊涛骇浪、大起大落又不知凡几，

甚至数次面临生命危险。在这期间的家书中，完整

地呈现了梁氏经历的所有大小动荡、悲喜闹剧，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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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同看一部跌宕起伏的连续剧，既有贯穿始终的

情节主线，又有刻画生动的大量细节，梁启超的情

感反应也随着剧情发展而百千变化：先是提刀四顾、

踌躇满志，继而陷于斗争旋涡、进而其在学校进退

两难，接着遇挫失望、几欲归隐，再到振刷精神、

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无论境遇和情感如何动荡起伏，

修身的自觉是贯穿始终的。修身的原则是反求

诸己，一切境遇皆是心性修养的机会：

不以利益得失、甚至生死为虑，

对于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只

问耕耘不问收获，事业的成

败结果亦无需挂怀。

在信中随处可见这样

的句子：困境时“心境

泰然，绝无着急”，平

坦时“虽终日劳劳，精

神逾健”，动荡时“所

受刺激颇多，然吾常自

镇”，危险时“吾更为小

人所最疾忌，亦只得居易

俟命耳”，艰难时“事之艰辛，

非今日始知之，故亦无畔援，

无歆羡也”。其背后的原因乃

是修身有得：“吾亦尝学道自得，

岂外界所得牵移！”再者，时时以生

平志向和时代责任提醒自己“作今日之中国

人安得不受苦，我之地位更无所逃避”“全国国命

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义不容辞”；以艰难困苦当做

磨砺自己的良机，“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

精神振奋，志气强立”“经历事故，实千载难得之

机”；反过来，生活太顺利时就需要警惕，“两年

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磨

炼后的升华则是“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胸

无一事”。这些并非是空头说教而是在对儿女讲述

自己经历时的真实感受，作为自我的反省、提醒和

总结，充满了力量和人情味，儿女们自然得到激发

和鼓舞。1916 年袁世凯称帝，梁启超策划其弟子蔡

锷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自己随后也逃出北京，

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策动都督陆荣廷出兵。

梁启超除了在家信中随时报告以外，又将一路躲避

追堵，历经磨难，几乎丧命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写

成《从军日记》，郑重其事地寄给儿女们，说“此

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

1918 年之后，梁启超从政治中

抽身，转而专注于教育和文化

事业，生活趋于平稳。他一

面奔走各地讲演，提倡修

身和德育，一面投身教育

改革实验，热情高涨地投

人工作。但仍抽空将自

己的工作、计划事无巨

细地写在家信中，包括

忙里偷闲带孩子们去游

乐场、北戴河，也绘声绘

色地讲给国外的思顺听。

在 梁 启 超 生 命 的 最 后

四五年，1925 至 1929 年初，

他的健康状况趋于恶化，但笔

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

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

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此间除了跟

丈夫一起旅居加拿大的思顺，思成、思永、思庄、

思忠也先后出国留学，因此梁启超和儿女的通信更

加频繁。在此阶段，梁启超的信中有更多的对自我

人生观、家庭观总结的意味，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

与自己的经验结合，总结为“得做且做”主义：

这信上讲了好些悲观的话，你们别要以为我心

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每星期有五天

讲演，其余办的事，也兴会淋漓。我总是抱着“有

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

梁启超与梁思永（右）和梁思达

摄于 192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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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不管外境如何变化，内心保持安定；不管结果

怎样，兴会淋漓活忙地做事，能做多少做多少。这

种做事的状态，来自人生的态度，“我有极通达、

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处何种境遇，常常

是快乐的”，更来自修身工夫的磨炼，“我关于德

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狠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

熟，近于纯任自然了”。

传统学问中，修身和德育是一体的，自己做到

了，自然能够影响别人，对子女也是一样：“我自

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

要不愧做你们姊姊弟兄的模范”“我盼望你们都能

应用我这点精神”。对于自己对孩子们的影响力，

梁启超很有自信，“我又狠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

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

舒服而堕落的”“你们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

生难逢的幸福”。对于梁启超的身教言传，孩子们

从心里感动和认同，“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

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训，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

路去”。对于这样的父亲，孩子们视若珍宝，时刻

挂念他的安危和健康。

古人修身的两大途径，一是省察，一是涵养。

所谓省察，就是时时反身内省，照察和修正自己的

行为和心念。梁启超除了借助自我的经历为孩子树

立榜样和参照以外，还经常就着孩子们的亲身经历，

随机点化，让他们借机反省体察。例如 1923 年思成、

思永在北平遭遇车祸，一家人颇受惊吓。梁启超连

续写信告知思顺，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车祸前后兄弟

俩的相互救助，以及在惊惧之中与父母姐妹的情感

牵挂，细致入微，只是在其中略加点化，说此次能

够“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真是徼天之幸”；在结

尾处轻轻说道“这回小小飞灾，狠看出他们弟兄两

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我狠喜欢”，却是整个叙述

的点睛之笔。

所谓涵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陶养性情。对此

梁启超也有自觉的认识，并时时灌注到对孩子日常

生活的引导和艺术熏陶之中。梁启超对孩子们说“学

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时时关切儿女的生活情况、

身体和心理健康。初回国的四五年，家里生活比较

优渥，他提醒儿女“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

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因倒袁运

动匆忙出逃之际，反而庆幸自己重回“忧患生涯”，

梁启超致梁思顺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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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上天对儿女的恩赐，欲以此“玉成”他们，

假使再过几年舒适虚荣的生活，恐怕就要变成“纨

绔子”了。他经常提醒儿女要保持寒素之家的本分，

说“吃苦是最好的教育”，但当得知思庄在国外过

于俭省，又说“你们既已都是狠规矩的孩子，不会

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

与现代人多把才艺当成竞争加分的手段或者日

后谋生的技能不同，古来君子以琴棋书画来涵养性

情，梁启超深得个中三昧。他一面叙说自己如何写

字兴致高涨，定为日课，以亲身实践来告诉孩子们

此为“养心之良法”，一面为了引导儿女学字，请

著名书法家魏铁栅指点思顺、思成，还不时请名家

给孩子们题赠字画，通常是每个孩子各有一份。他

还经常跑琉璃厂搜集字画书籍文具，作为礼物不时

分给孩子们。这件事做得非常认真，根据子女的个

性和爱好分发礼物，要分别刻上每个人的名字，还

不忘适时引导，比如有一部仿宋本《四书》乃是清

末名臣和收藏家王懿荣的藏品，他先是说不舍得给、

要留着“自养”，后来赠与思成，一再叮嘱“思成

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务必熟读成诵才不辜

负它。

修身与科学研究

梁启超家书的另一个谈话重点是孩子们的学

业，在传统的语境下，知识性学问自有其位置，只

是处于从属地位，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知识性学

问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就要求重新处理

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定位。对此，梁启超倡导以道德

统摄科学，即是一方面必须纠正现代性的偏离，重

新恢复道德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又需给予知识特别

的重视，使它既不会僭越自己的位置，又能够保持

活力获得应有的发展。

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梁启超实行的教育

改造，其目的正在于此。他首先强调道德修养的主

导地位：“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

……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

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

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在此前提下，再处

理知识的地位。在梁启超的方案里，知识探求既然

可以作为修养的工具，当然有其合理地位；不仅如

此，学生和学者还需要自觉地将知识学习和学术研

究作为修养的主要方法，因此知识获得了特别的重

视。

梁启超认为知识性学问对于生命亦有涵养、充

实、扩大的作用。相反，如果所从事的知识内容单

调乏味，也容易造成生活和生命的单调和厌倦，他

给在国外留学的思成的信里说：

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

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

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

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

进的机会。

接着又现身说法，说明多面的学问趣味对自己

精神的激发作用：

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

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

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

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

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

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

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像赞）。

对于知识性学问的重视，同时对其可能带来的

对生命的损耗保持警惕，这两点总是同时体现在梁

氏家庭教育之中。思顺在梁启超回国后继续留在日

本完成学业，在此期间梁启超专门为她请了几位日

本家庭教师为其补课，其内容遍涉西方社会科学的

主要门类。同时梁启超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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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劳累过度，每星期不许超过十小时，星期天必须休息，

必须多游戏运动。他还极力反对日本式的填鸭教育，提

倡“猛火熬、慢火炖”“优游涵饫，使自得之”的传统

学问方法。

另一个例子，在思庄面临大学专业选择时，梁启超建

议她学生物，“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并且“你

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狠是我们家

里的憾事”，希望她为弟妹们开个好头。又建议思庄在

主业之外，再选一两种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学科作为辅助，

并且“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

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思庄“本来有些音乐天才，

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这里的意思，与对

思成的话联系来看，对知识性学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有足够的警惕，希望生命和学术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相对而言，做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其所事与

生命的联系较紧密，可以在内容上扩充，以促进生命的

充实扩大；做自然科学的，所事与生命的距离较远，还

需要增加人文艺术方面的内容和实践，以滋养涵润生命。

虽然有这些提醒和建议，但梁启超对于孩子的专业

和职业从不干涉，希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

( 思庄一度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生物学，后来发现与自

己的兴趣不合，转为图书馆学，梁启超同样很支持 )。后

来子女们各有所长，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学术领域和职业，

并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人才。至此我们看到，修身为本

以及专业研究与生命之间相互促进，才是梁氏家教的“秘

诀”，才是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佳话的根

本原因。

修身与现代生活

现代生活有别于古代的显著特征，一是物质条件的

巨大变化，其背后的推手是科学，二是社会权利的平等化，

其背后的原因是民主，所以五四运动高喊赛先生和德先

生，确是时代的呼声。早年的梁启超本是这个潮流的鼓

动者，后来调整了思路，在修身为本的前提下对现代生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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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加以调摄。

提倡修身性德育之外，梁启超也很重视公民意

识的培养，称之为“增进国民常识”。1916 年他赴

广西起兵讨袁而绕道越南，独处荒山，染病几乎不

治，甫一脱难，即穷三日夜写出一本宣传公民意识

的小册子，其动因是袁世凯恢复帝制使梁启超深受

刺激，痛感养成群众公民意识的迫切性，故极为看

重此书，在给思顺信中说：“病起后即捉笔著成《国

民浅训》一书，约二万言，此书真我生之绝好记念

也。”此书后来广为流传，并一度作为民国“教育

部审定”的国民教育用书。

请日本教师给思顺补课，也是梁启超国民教育

思路的体现。这些补课实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原

因是怕思顺回国后没有机会，想让她在日本接受“完

全教育”。所谓完全教育，乃是获得现代国民所应

具备的常识，学习的内容包括法学、经济学、比较

宪法、财政学、政治学等，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

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故梁请求诸教师

“于纯理方面稍从简略，于应用方面稍加详，能随

处针对我国现象立论尤妙”。

女性地位的改变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标志，这同

样反映在梁启超对待女儿的态度上。对于女儿们的

教育，梁启超看得与男孩子一样重，九个儿女中，

毋宁说对思顺的学业费心最多，为她请了好几位日

本家庭教师，为了让她完成学业延迟举家回国的时

间，还将思顺的作业亲自批改后编成一本《艺蘅馆

课艺》。作为长女的思顺，某些方面还扮演了旧式

家庭中兄长的角色，不但照顾弟妹们的生活和学业，

梁启超遇事也喜欢先征求思顺的意见。梁启超对思

庄的教育也极为用心。因为思顺婚后随丈夫 ( 周希

哲，时任加拿大总领事 ) 居住在加拿大，就让思庄

去加拿大读中学，以便毕业后继续留学深造，后来

为思庄在加还是在美读大学、选择专业等问题书信

往返讨论，提供了很多参考意见。正是因为这种对

子女平等看待的教育观，使得梁家女儿从小就有强

烈的自信和独立意识，为日后成才奠定了基础。

在梁启超这里，这些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并非

对立，而是有机结合，统一于修身为本。对于继承

传统家教的根本精神，梁启超有很强的自觉。比如

时常提醒儿女保持寒素之家的忠厚家风。老父在世

时，梁启超每次写信问安之外，会特意嘱咐儿女照

顾祖父起居，凡事禀告，还要体会祖父心情，时常

陪伴不要让他寂寞。儿女在外，则经常提醒他们写

信问候老家的长辈，“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

意的”。

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在梁启超的婚姻爱情观方

面表现得更为显著生动。梁思成、林徽音（“徽音”

是其本名，后改作“徽因”）的婚姻至今为人所乐

道。徽音是梁启超的好友林长民之女，是梁启超先

留心观察看定后，再介绍给儿子，然后由他们自己

去交往、决定。这是梁启超“发明”的方法，对此

很是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想这真

是理想的婚姻制度”。思顺和周希哲 ( 马来西亚华侨，

也是梁启超的学生 ) 的结合也是通过这个方法促成

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梁启超展示了一个现代君

子的态度和气度。1926 年 3 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

接受肾脏切除手术，结果发现割下来的右肾并无毛

病，且便血的病症依旧，完全是误诊，且院方还试

图掩盖。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以及梁启超在给孩子

们的信中谈及此事，始终保持客观和乐观，即使在

误诊确凿之后也从未有过言辞急迫。并且为此发表

了一个声明，请大家不要因为偶然的失误而为难医

院，从而妨碍西医和医学在中国的前途和发展。面

对生死考验，梁启超展现了其最终的修为境界，更

重要的是，为“现代公民可以为君子”做了表率。

【本文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

家庭教育》一书的前言，文字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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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长女梁思顺
（1893 ～ 1966）

诗词研究专家。丈夫周希哲是

中国著名外交官，也是梁启超

的学生。

三子梁思忠
（1907 ～ 1932）

陆军上校，先后毕业于清华大

学、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

西点军校。参与“一·二八”

淞沪抗战，表现出色。

三女梁思懿
（1914 ～ 1988）

社会活动家，第六届全国政协

委员。她是“一二·九”运动

的学生骨干，后担任山东省妇

女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

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

次子梁思永
（1904 ～ 1954）

考古学家，于哈佛大学攻读考

古学和人类学。中央研究院院

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

四子梁思达
（1912 ～ 2001）

经济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经

济系。1949 年后在国务院外资

企业局（后为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任职。

幼子梁思礼
（1924 ～ 2016）

火箭系统、导弹控制专家，中

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国际

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院士。

长子梁思成
（1901 ～ 1972）

建筑学家。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参与

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二女梁思庄
（1908 ～ 1986）

图书馆学家。曾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

精通英、法、俄、德等语言，是中国

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四女梁思宁
（1916 ～ 2006）

新四军战士，革命家。早年就读南开

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被迫失学，

是梁家唯一没有读完大学的人，受梁

思懿的影响加入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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